
宋代那些脍炙人口的佳作也许非是本词牌或称曲牌的初创，而是若干人共同将本牌子

“捧红”，依曲填词脱颖而出，被后人传诵。如此引出一个话题，即曲子与词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曲牌与词牌所指是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还是两个概念？如是一个概念，何以有两种称谓？如是

两个概念，却何以其间有千丝万缕之联系？所谓《临江仙》、《鹊踏枝》、《浪淘沙》、《望江南》、《西

江月》、《满江红》之类，为何既称为词牌又称为曲牌，这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差异？何以这些词牌

或曲牌具有全国普适性意义？它有怎样的传播渠道？既然曲子词这种样态音乐与文学密不可

分，何以乐谱早已生发而词作没有与乐谱并置，只以词的文学部分问世？在没有录音、录像、广

播等传播设备和手段的状况下，如何保障曲子在全国范围内传唱，其曲调又如何相对不走样

地在全国流行？

笔者认为，曲子与词在表述上形成这种差异的缘由在于，音乐与文学皆依各自视角表述，

会更多关注其独特的一面。从乐之视角的表述应以王灼最为深刻，王灼有云：“古人初不定声

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禅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古

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

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尠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

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后

项 阳

词牌、曲牌与文人、乐人之关系

本文从宋代王灼的相关论述切入，探讨教坊体系的上下相通性，宫廷、京师与各级地方官府之用乐机构和官属乐人承

载体系内传承的一致性，乐人与文人在词曲创作层面的相关性，创作完成之后乐人二度创造———表演与展现的意义；

以声律、曲牌为中心，探讨曲子—曲子词—诸宫调—戏曲—声乐曲器乐化之过程；从只曲到套曲，把握以乐为中心的

创造性演化。文人从依曲填词到依词格创制，在有宋一代词牌彰显文学意义。后世文人依牌而创，乐人循曲而衍，使曲

子词之词牌/曲牌成为同一根脉下的两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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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风俗益不及古，故相悬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词之变。”①王灼从音声视角把握歌与

曲子发展脉络最为清晰。王灼辨析文人与曲子之歌章的关系，意味深刻。依王灼的认知，唐中

叶之前乐府能够播在声律者鲜矣！可见“词”与乐的密切关联是在唐中叶之后。王灼辨析了从

隋到唐中叶词曲关联性渐强的过程，词依声律传播，即所谓“声依咏，律和声”。五代出现了对

曲子词的命名，至宋方显“繁声淫奏，殆不可数”。

相关文献中唐诗入乐记载颇多，诸如“旗亭赌唱”。唐以律诗为主导，因齐言声律结构相对

单一，诗人甚至可以不必考虑声律的意义。换言之，这声律结构之复杂恰恰是从唱词之词格长

短多变开始。在唐诗盛行的情状下，曲子词仅“稍盛”，有李白等写词为证：“在明皇朝，则有李

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欧阳炯）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②这是五代十

国时期追记李白制《清平乐》一事，可见曲子词之谓彰于五代。由于五代十国短暂，学界在表述

时常常将其“忽略”。探讨唐诗向宋词之演化，五代十国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毕竟“曲

子词”这一称谓确立于此时。以长短句、多种词格、曲牌为标志，牌子与内容分离、“旧瓶装新

酒”为重要特征（瓶子为“招牌”），宋代在多种宫调中使用达到鼎盛，并影响说唱与戏曲生发。

延续千载的曲子词，应是这样的发展过程。

一、词牌：文人以诗一体自名

曲子词，王灼称为曲子，这是重乐的表述。王灼以声律为中心，曲子如同当下的歌曲，曲词

结合，只不过当下歌曲常常先词后曲（亦有少数先曲后填词，诸如《长江之歌》、《江河水》）。作

为曲子，从最初的专词专曲变为一曲多词，依相同曲调和词格填写与既有牌名毫不相干的内

容，却依然以该曲牌称之，只不过这曲子词强调词的存在。士大夫从唐诗的传统，与诗一体自

名，将本是一个概念者各自表述。词牌与曲牌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词牌是以文人、文学为中心

的表述；曲牌是以乐人、声律为中心的表述；词牌以文学论，曲牌以音声技艺形式论。曲牌怎样

形成？其后怎样传播？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由于论者没有把握乐籍制度的存在，既往重在探

讨词之格律与词之内容，鲜有把握“音乐文学”的特殊性意义。

先看文人。文人的成长可分进入社会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先一阶段苦读诗书，做到“满

腹经纶”。后一阶段部分人由科举进入官场，其后依旧延续文人气质（一部分人只将诗书作为

阶梯，进入官场则专心为官），且有相当数量作品传世；另一部分科举失利，所谓落第举子、布

衣终身的一群。这两部分共同构成文人群体，但人们对前者常强调文人而忽略他们的“官身”。

学子们未入仕时与在各地官属乐人群体接触，是他们把握音声体裁与内容的最直接方式，是

专业乐人群体才使曲子词鲜活起来。

人们总是将融为一体的东西依分类各自表述，刻意强调其某一层面特性，有意无意地将

密切关联的意义置于被忽略的地位。笔者以为，与宋词相比，唐诗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

音乐文学，或称唐诗与乐的关系远不及宋词这样紧密。文人士大夫刻意强调其文学意义，把握

词格创填“以诗一体自名”，似乎可完全脱离乐而存在，但这种长短句的特征恰恰源自曲

子———曲子词，就是依声律而为。当文人只是将其置于书案，当然“不知歌词之变”。关键在于

如何理解和把握曲子的声律意义，认知曲子词为乐人与文人共创的结晶。

曲子是曲词结合，声律为专业乐人主导承载，虽然乐人中亦有词的佳作，但词作的主宰终

究是文人。以齐言为特征的唐诗，文人不必过于在意声律的存在，依韵律而为即可；作为“长短

句”的曲子词，却打破了旋律结构的规整性，体现词格差异性以及重声律的意义。曲子与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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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这差异性是从各自表述中来。所谓“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长短之

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③，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依音声而论。

从乐与乐人的视角必重旋律与乐调，更重二度创作。专业乐人将曲子展示，属二度创作，

其演唱之音声技艺是保证曲子唱词内容有效传播的必要手段。由不同旋律音调结构成特色独

具的“这一首”，以曲牌名之。同一曲牌下，可依声律和词格不断填撰新的词章。有意思的是，文

人与乐人密切合作，其词作融入曲子并得到社会认同之后，文人的本初任务即告完成，其后便

以专业乐人主导。也许是文人更强的独立性或称文学需要不断创新，在受旋律音调结构制约

所成词格的前提下，依词格以填撰新词由后继文人不断展开，成为程式化的“词牌”表达。不同

词牌程式化的词格，决定了该词牌的独特性。依此词格、韵律创填相关内容，形成该词牌的格

律。同一词牌，格律相同但表达的内容却绝然不同，如此决定这是词而非为诗。由于文人、文学

之强势，加之其时社会上虽有乐谱也难以汉字那样直观达意，导致学界将目光聚焦在所谓“音

乐文学”上。不可否认，宋词这种“文学体裁”是在与声律密切关联中逐渐被文人群体推重而

成。文史学界研究力量之大、话语权之强，使得“词牌”的称谓更为彰显，但我们还是应该把握

曲子———曲子词的发生学意义。

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辨析文人如何获取乐的相关知识，以当下语境去把握显然会导致偏

颇。作为曲子这种多宫调体系下曲体变化多端的音声样态，若不是有相对专业的训练，要想进

入创作状态显然不可能。文人究竟怎样获取这种专业声律知识呢？既往研究说到教坊必以宫

廷、京师论，似乎这曲子及其承载者都集中于京师、宫廷，这就令人不解：既如此，那些居于各

地的文人在无乐谱刊载的情况下何以把握这些曲子的实际音调？在曲子“繁声淫奏，殆不可

数”的宋代，虽说以曲名之、声律为先，然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词作，同时期风靡之旋律却极

少存世，这是何道理？教坊只是言及京师、宫廷，乐谱不刊，难道这繁声淫奏也仅限于京师？也

许论者会以白石道人歌曲反证宋代词乐曲谱之存在。的确，白石道人自度曲之乐谱弥足珍贵，

但姜夔在词史上远非一流，所谓“若周邦彦、姜尧章辈，自制谱曲，稍称音律，而词气又不无卑

弱之憾”④，他在“稍称音律”的前提下创新词，词曲集于一身（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曲子词的本

初样态），虽有“慢”、“令”（《扬州慢》、《鬲溪梅令》）等体裁，但《角招》、《暗香》、《杏花天影》之类

显然不为社会所熟悉。作者虑及世人不知如何演唱，故将词曲一并写出。我们感佩姜夔之创新

意识，也体味创新的艰难与无奈（高扬白石道人的意义在于宋代词曲结合之例证，并非文学视

角的把握）。试想，风靡两宋诸如《浪淘沙》、《满江红》、《卜算子》、《西江月》、《临江仙》、《八声甘

州》、《木兰花》、《望江南》、《念奴娇》、《感皇恩》、《水龙吟》、《千秋岁》等等，何以不见其时曲谱？

与苏轼、秦观、辛弃疾、晏殊等大家之词作相应的宋代乐谱安在？这些大词家在没到京师之前

如何掌握与词相关之声律，仅仅是依词格而作，各地乐人又何以传？

二、曲牌：声律为先、乐人主体承载

2005年初夏，笔者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音乐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上，以《历史上的音乐

传播方式》为题，重点探讨了在没有当下广播电视、录音设备的状态下，历史上其音声形态如

何传播的问题。许多研究要么以当下的样态把握历史，要么从自然传播加偶然传播认知，这样

的解释比较苍白。鉴于音声形态特性，我提出应该是国家意义上制度下的组织传播和自然传

播相结合的样态，如此形成广泛性和同一性。这样认知主要是考虑到作为音声形态的特殊性

（在其时须以活态传承），再就是在研究过程中把握住乐籍制度下官属乐人群体的持续性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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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性存在。

这种以曲名之的音声样态，有一个相对固定“终身继代不改其业”⑤的传承群体将其连绵

不绝地延续，这当然是指乐籍中以俗乐为主导的女乐承载。当曲子成为一个时代音声形态之

潮流；当这个群体以其专业乐人的身份广布各地，将音声技艺体系内传承面向社会传播；文人

与这个群体紧密接触，有持续性学习声律的机会，然后依曲不断填撰新词，新词完成又会融进

女乐群体成为其二度创作或称表演之用，这“本初”创作多在文人与乐人的唱和中完成，通过

乐籍体系实现异地传播。文人群体不可能都集中在京师，也不会只在京师与乐人群体紧密接

触。各地的文人群体，他们既不可能常态性地在宅第中听看京师教坊乐妓的演唱，也不可能常

来常往于京师。既往研究忽略了教坊体系的上下相通性，忽略了地方官府中官属乐人普适性

存在，如果不能够对府县教坊、州府乐营等地方官府普设用乐机构（以俗乐为主兼为礼用）以

及官属乐人（侧重女乐）规定性承载的“小令三千”有基本把握，我们的讨论将毫无意义。

从本质属性上讲，唐宋教坊以俗乐为主导，曲子承载是女乐的专利。地方官府用乐机构中

乐人之身份及其承载值得我们充分重视。文献中称这个群体为乐籍、官妓、官伎、乐妓、乐伎、

角妓、歌妓、官娼、官倡、府娼、郡娼，她们归属府县教坊、州府教坊、州府散乐、乐营⑥等等，她们

首先面向官府，并为社会服务。文人出身的官员以特权享有这个群体的表演，并与之唱和，那

些未入仕的文人则到官属乐人的服务地点，诸如青楼妓馆、茶楼酒肆、勾栏瓦舍中欣赏，这是

他们所能及的“学习场所”。《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条载，诸多瓦子勾栏“城内隶修内司，

城外隶殿前司”⑦，这显然有官方直接参与管理的意义，所谓“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要闹宽

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⑧，这是讲不上档次的卖艺行为，但主流还是官方。

《梦粱录》载，临安府清明前各酒库新酒上市，要举行盛大仪式：“官私妓女新丽妆著，差雇社队

鼓乐，以荣迎引。至期侵晨，各库排列整肃，前往州府教坊，伺候点呈。”⑨“宋时城中官沽有八

楼，曰和乐，曰和丰，曰中和，曰春风，曰泰和，曰西楼，曰太平，曰丰乐，皆属户部点检。所楼各

有库，每库只直数人，官妓数十人，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觞，谓之点花牌。金银器皿取自库

中，往往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⑩酒楼由官家经营，直隶户部。八楼之中，每处有官妓

数十人，她们每天的饮客更多是“学舍士夫”，这官沽八楼为这两种人所据，非一般人所可住。

乐妓陪酒，重在展示技艺，如此将酒更多售出，也为国家增加税收：“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

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櫻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

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官妓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

心、梅丑儿、钱保奴、吕作娘、康三娘、桃师姑、沈三如等，及私名妓女如苏州钱三姐、七姐，文字

季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妇朱三姐、吕双双、十般大胡怜怜，婺州张七姐、蛮王二姐、搭罗丘三

姐、一丈白杨三妈，旧司马二娘，裱褙陈三妈，屐片张三娘，半把伞朱七姐，轿番王四姐，大臂吴

三妈，浴堂徐六妈、沈盼盼、普安安、徐双双、彭新等。后辈虽有歌唱者，比之前辈，终不如也。”輥輯訛

这是对乐妓技艺的品评。酒业官卖，此处虽讲京师，但国家制度下各地应该有统一性，相关文

献展示州府郡县应有此群体存在。这种样态直到明代依旧：“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

然。”輥輰訛《金瓶梅词话》云：“隔壁乐家常走的一个女儿，姓申，名唤申二姐，诸般大小时样曲儿，连

数落，都会唱……又问：‘你记得多少小唱？’申二姐道：‘……小的大小也记百十套曲子。’”輥輱訛这

里的小唱当为小令，属于乐籍中女乐的基本技艺。人们在描述侑酒的同时，很少对这一群体的

技艺全面把握。所谓“吃花酒”，即官妓们与“学舍士夫”有多层面的互动。在这种文人辞赋与官

妓之演唱的互动层面上，促进了演艺文化前行。

所谓“官私妓女”显示身份不同，这在宋代较为普遍。“官妓佐酒”是国家制度下的普遍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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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如此显现制度下乐人群体承载的一致性，亦给地方官府中的文人学习音声的机会，这是我

们最应该把握的。在音声形态必须活态承载的情况下，如果忽略了出于需要而在各地官府普

置相关机构管理官属乐人群体，这个群体以“小令三千”为制度规范，体系内传承面向社会传

播以及群体的专业性，则很难理解各地文人如何获取专业声律经验，何以在各地能够与京师

有相对一致的曲子形态及音调，这也是少见乐谱的道理，即在官属乐人体系中有京师与地方

上下一致性音声旋律的活态传承輥輲訛，正是这“小令三千”不断规范、积累，不“断链”地承继，各地

官府所辖有这一群体的普遍性存在，方具各地文人群体“声律学校”的意义。文人之于音声、曲

子的直接经验正是通过这一群体的存在而获取。这些词曲不断创造和承载的动态过程显现传

习创造的互动意义。下一条史料是文人向乐人习学声律的明确表达，这属于声律的深入把握。

其实作为一般声律知识，文人亦要向乐工学习：“有游心声律者，反从乐工受业；俳优得志，肆

为奇谲，务以骇人听闻。常见缙绅子弟，顶圆冠，曳方履，周旋尊俎间。而怡声恭色，求媚贱工，

唯恐为其所诮。甚者习其口吻，法其步趋，以自侈于侪辈。彼拂弦按拍，执役而侑酒者，方且公

然嘲谑，目无其坐上人，不有作者出而正之，殆不知其流弊之所止也。”輥輳訛论者应当建立官属专

业乐人普适性存在和普适性承载的理念，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忽略了这个群体的承载有着相

对同一性，忽略了他们会不断将府县教坊、州府教坊、乐营之创造融入这个体系既而广泛流通

的意义，那么，许多问题也许永远不可能讲清楚。

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第二折：“（钱）张千将酒来。我吃一杯。教谢天香唱一曲调咱。

（旦）告宫调。（钱）商角调。（旦）告曲子名。（钱）定风波。（旦唱）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事事。

（张咳嗽科）（旦改云）已已。（钱）聪明强毅谓之才。正直中和谓之性。老夫著他唱自春来惨绿

愁红。芳心事事可可。他若唱出可可二字来。便是误犯俺大官讳字。我扣厅责他四十。听的

张千咳嗽了一声。他把可可二字改为已已。哦。这可字是歌后韵。已字是齐微韵。兀那谢天

香。我跟前有古本。你若是失了韵脚。差了平仄。乱了宫商。扣厅责你四十。则依著齐微韵

唱。唱的差了呵。张千准备下棒子者。”輥輴訛这是文人与乐人互动关系的绝妙释解。文人懂音律，

乐人功底深厚。牌子、调名随你点，而且即兴改辙韵创作，显现专业素质。文人在这样的环境中

对声律从“懂”到“通”。文人总是与女性乐人有更多交往，所谓“声色娱人”。

三、词曲结合：文人乐人互动共创

在曲子这种体裁定型之后，文人们不断参与新音声体裁的创造过程，文人与乐人紧密合

作成为社会时尚。文人需要承载小令三千———曲子的女乐与之应和，个体的创作经这个群体

广泛传播也会以为荣耀。经过学习与熏陶，新的文人会不断加入这个行列，从而不断激发起新

的创作欲望。《板桥杂记》中有举子与青楼乐妓的互动：“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

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

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

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若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尽，遂欢

寡而愁殷。虽设阱者之恒情，实冶游者所深戒也，青楼薄幸，彼何人哉！”輥輵訛《续板桥杂记》亦载：

“贡院与学宫毗连，院墙外为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宾兴之岁，多士云集，豪华者挟重赀择丽

姝侨寓焉；寒素之士，时亦拏伴闲游，巡莲访藕，好风引梦，仙路迷人，求其独清独醒者，殆十无

二三也。”輥輶訛这就是文人与官属乐人之互动关系。文人未入仕前到官属乐人“服务场所”学习，入

仕后则享有所谓特权，要么持度牒将乐妓调出，要么依制由官府配给用于府邸，所谓“三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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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輥輷訛，诸如“崔紫云，兵部尚书乐妓，词华清峭，眉目

端丽”輦輮訛，应是依品级为官员府邸专用乐妓的记录。

文人群体虽与女乐群体互动，但有一批人停留在依曲、依词格进行创作的层面，或称只在

于“单曲”、“只曲”，显现独立性的同时也使“词牌”与音声渐行渐远，最终成为文人孤芳自赏之

物，淡化词曲相互为用，成为所谓的案头文学体裁。以一个牌子表达完整意义的思想内容而存

在，这是词牌个体完整的表现。曲子中的词作为主导，却不能称之为曲子的主体。在“繁声淫

奏，殆不可数”的时代，文人士夫依曲填词不断更新却“以诗一体自名”，这当然不能说是本末

倒置，却恰恰反映出文人的主体意识和乐人的卑贱身份导致了社会呈现如此样态。

文人中另有一批“心甘情愿”浪迹青楼，先与乐妓耳鬓厮磨“从乐工受业”，然后专心致志

为其进行创作，这是参与到多种音声技艺形式之中的意义，这曲子———曲牌便成为新形式中

的“元素”。当曲子既作为一种体裁样式又成为新体裁的元素而存在，以曲牌作为最小单位成

为乐妓们展示技艺的选择（所谓“小令三千”，曲牌丰富多彩），亦在发展中将其连缀建立不同

的宫调体系，形成所谓“套曲”样态，这就是孔三传的意义：“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

士大夫皆能诵之。”輦輯訛籍内专业乐人创制，文人跟进，乐人创制影响士大夫，这是集世间曲牌演

绎故事而被传诵者。在这个过程中先为“诸宫调”既而为杂剧，毕竟这曲子、诸宫调、戏曲有着

发生发展的序列，这就是“曲子的发生学意义”輦輰訛之所在，曲子是为其后多种音声技艺形式的母

体。在后两种音声形态中因“讲故事”依人物内心刻画与剧情变化之需而刻意选择曲牌以唱词

填充，还要考虑宫调之统系，即所谓“配调安腔，选声酌韵”輦輱訛。如此，这曲子既作为只曲“相对完

整”意义上的表现，亦为诸宫调、杂剧提供连套式的“服务”，这是“同一种东西”在发展过程中

因使用之不同而显现的差异。参与后一种创作的文人是真正既懂声律又懂词作规律的剧曲作

家，《录鬼簿》所载多属此类。以声律为中心、在独立艺术门类中成为主导，当然是为曲牌的意

义。笔者一直困惑：何以乐人为主体，文人参与或称乐人与文人共同创造的音声样态，最终却

是以文人、文学为主体的平面文本存世？这显然不符合这种音声样态在社会中的实际位置。

学界认知古代文人远比现代文人“懂乐”，这是从群体意义上的考量。从乐本体讲来，乐人

为文人之师毋庸置疑，前引《雨中随笔》所记的意义在此。虽然社会将乐人、特别是女乐视为操

贱业之群体，但回到历史语境，官属乐人终身继代所具有的专业性，制度下生存的体系化，加

之音声形态作为时空艺术的特殊性，由于文人与乐人的这种相须、相惜，方使得在密切接触中

不断创造。王灼所谓“古歌—古乐府—今曲子”的脉络，是以乐为主线。专业乐人群体性存在保

障了其所承载者，新创不断融入活态传承，不断积累与积淀，以乐作为主脉不断延续。乐人承

载首先在于其为一种技艺，无论声、乐、舞，能够被社会所认同绝非一日之功，须经长期训练方

能达到技与艺的完美结合。掌握技巧技能是他们服务于社会、赖以生存的饭碗，这是乐人与文

人最本质的不同。

由于音声之特殊性以及乐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虽承载技艺，却是不许读书应科举的

一群。换言之，这个群体没有文人掌握“文化”的先决条件（虽然其承载也是传统大文化的构

成），因此，乐谱的发明是在文人帮助下完成的。乐人是一个专业且终身继代的群体，他们口口

相传将定型的曲牌音调延续。令新生曲牌之曲调得到社会认同，有几个要素：群体性的专业人

士，不断续的口口传承，掌握音声技艺，体系内传承，面向社会广泛传播。曲子是要唱的，曲子

词是曲子之词，这是关键所在。在文人的意义上，一旦曲词生成，既可在书斋案头独自把玩，亦

可邀三五同道一起品味，要以整体印象示众，乐妓携乐队二度创作不可或缺。进入活态传播之

统系，方具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这种传播主渠道就是各级官府的所谓府县教坊、州府教坊、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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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散乐、乐营，这是官妓之所在，均可归入教坊体系。

《说郛》载：“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

士设有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

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

有知书言话者。”輦輲訛“吕士隆知宣州，好笞官妓。官妓皆欲逃去，会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

去。一日，郡妓复犯小过，士隆欲笞之。妓诉曰：某不敢辞罪，但杭妓不自安也。士隆愍而舍

之。”輦輳訛陶宗仪在此显指教坊之女乐为用，虽言京都事，但后一条显现地方官府这一群体的存在

是不争的事实。她们在进入这个行当之先，必定要接受相关技艺训练。朝士对于官妓非任意为

之，“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所谓唐之北里，元之青楼，应是官妓群体所宅之地。

《青楼集》是有元一朝百年之各地名妓的记录，非仅限于京城。鉴于《元典章》与《通制条格》作

为国家法律的相关记载，青楼均为官妓无疑，如此方显制度下“网络体系”的意义。这女妓总与

“小令三千”———曲子紧密相连，记载地方官妓的文献有相当数量，的确非仅限于京师。

《洞微志》记有曲牌《喝驮子》纳入教坊体系的过程：“此曲单州营妓教头葛大姊所撰新声。

梁祖作四镇时，驻兵鱼台，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姊献之，梁祖令李振填词，付后骑唱之，以押

马队，因谓之葛大姊。及战，得胜回，始流传河北，军中竞唱。俗以押马队，故讹曰‘喝驮子’。庄

皇入洛，亦爱此曲，谓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声耳’。”輦輴訛这是地方官府中乐妓创制，

随之被纳入体系内的表述。《文酒清话》云：“唐封舜臣性轻佻，德宗时使湖南，道经金州，守张

乐燕之，执杯索《麦秀两歧》曲，乐工不能，封谓乐工曰：‘汝山民，亦合闻大朝音律！’守为杖乐

工。复行酒，封又索此曲。乐工前乞侍郎举一遍。封为唱彻，众已尽记，于是终席动此曲。封既

行，守密写曲谱，言封燕席事，邮筒中送与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张乐燕之，倡优作褴褛数妇人，

抱男女筐筥，歌《麦秀两歧》之曲，叙其拾麦劝苦之由，封面如死灰；归过金州，不复言矣。”輦輵訛可

见，京师与地方教坊所承载之曲目确有相通性，不习则被责。官员封舜臣识音律，能将该曲唱

出。也许这首曲子刚刚在京师传开，还没有通过乐籍体系传至地方，封舜臣卖弄完全是自取其

辱。

各地官妓之宅地是世人吃花酒、打茶围之所在，宅店一体。所谓“词山曲海，千生万熟，三

千小令，四十大曲”輦輶訛。小令三千是宋代以降对乐妓的基本规范，此话语在其后千年之中为多种

官书正史、野史稗编、地方志书以及乐人手抄的自律文本所不断提及。虽有泛指多数之意义，

但的确显现规范性曲目的承载。如果没有专业技艺的训练，不懂得一两种乐器，不训练嗓音，

不懂音律之妙，没有“技艺”，则不可能赢得前来品味者的青睐。

将在籍女乐完全等同于色娱之妓女是一种误区，殊不知这些官妓为声色娱人之群体，国

家制度对入仕官员有规范：只能欣赏其技艺，却不能收为妻妾，否则便会被参劾，毕竟这是身

份有天壤之别的两个群体。当然，有官员倚权仗势破坏制度则另当别论：“呜呼！我朝混一区

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而色艺表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輦輷訛“梁圆秀，姓刘

氏，行第四。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如《小梁

州》、《清歌儿》、《红衫儿》、《抧坩专儿》、《寨儿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隐语。其夫从小乔，乐艺亦

超绝云。”“王金带 姓张氏，行第六。色艺无双。邓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谮之于伯颜太

师，欲取入教坊承应，王因一尼为地，求间于太师之夫人，乃免。”“王玉梅 善唱慢调，杂剧亦

精致。身材短小，而声韵清圆，故钟继先有“声似磬圆，身如磬槌”之诮也。”“金莺儿 山东名姝

也。美姿色，善谈笑。搊筝合唱，鲜有其比。贾伯坚任山东佥宪，一见属意焉，与之甚昵……由

是台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东以为美谈。”輧輮訛青楼是为“天下歌舞之妓”的场所，“色艺表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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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目者”固然最佳，但夏庭芝更为看重技艺，哪怕是“身材短小”、“身如磬槌”，只因“声似磬圆”

也同样收录。邓州同知娶王金带是违制之举，一旦被谮，落得丢官弃爵。有意思的是，社会并不

以为耻，还以为“美谈”。

四、曲子在教坊体系下的发展演化

学界研究曲子更多以文人为中心，将乐人视为松散无序，谈教坊只讲宫廷、京师，看不到

乐人全国性的群体效应，忽略乐人体系内承载之主体性，很是遗憾。乐籍制度下各地官属乐人

普适性存在是为文人参与创作的“温床”，没有这个大前提一切都是虚妄！文人掌握曲子词的

创作规律、在熟悉曲牌基本旋律的基础上新创，并不意味着文人之音声技艺较之乐人更为优

秀。乔建中论曲牌有云：“曲牌是中国音乐特别是汉族音乐传统音乐中的特有现象。凡是在结

构组织上相对标准化，旋律进行上规范化，借‘依声填词’之法制曲、可以多次使用并允许在流

传使用中变化的有文字标题的声乐曲和器乐曲，都称为曲牌。简言之：曲牌者，程式性、可塑

性、复用性、标题性乐曲之谓也。”輧輯訛此论最接近实质，承继了王灼从“乐”的视角把握的思路。

曲牌是以乐人为中心的称谓，即用于演唱的曲调名牌。曲牌由曲子而来，最初曲词合一，

专曲专用。在流变过程中，一些优秀的曲子由于脍炙人口，人们更愿意在保留曲调的基础上继

续创作，从而曲同词异，这是曲与词的新组，还有在教坊体系中能够演唱的意义。同一曲牌可

以由相同或不同作者配上内容截然不同的歌词，当然要在词格基本相同的前提下，使新创唱

词与既有曲调相合，即“旧瓶装新酒”。自然也可有些微差异，即多种“又一体”輧輰訛。曲牌为“曲之

招牌”。这种被社会有着广泛认同度的曲牌积累到相当的量，教坊乐人们开始将曲牌依不同宫

调系统串联起来演绎故事（这里凸显音声技艺、度曲技法的意义，在创作过程中少不了文人参

与）。这种创造由教坊体系地方官府中的乐人首开先河，这是孔三传创制诸宫调的意义。

“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

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輧輱訛。加上前及《碧鸡漫志》中的记述，这些是为诸宫调与孔

三传最具代表性的材料。前谓孔三传是泽州人氏，后称其为汴京人氏。《骨董琐记》中有以下言

语：“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

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寮，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盖亦取之勾栏也。营妓以勾栏妓轮

值一月，许以资觅替，逐及罪人之孥，及良家系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充之，最为秕政。

南宋建国，始革其制。”輧輲訛

称营妓为宋太宗时方有，实属误解，乐营在两晋已有之。讲营妓在勾栏轮值，属于当时实

际情况。论者关注这条材料在于孔三传恰在这一时期。人们更多关注女妓，常常将与之相伴的

男性乐工“忽略”，殊不知这男性乐工亦属乐籍，他们亦会被派往勾栏轮值应差。是否孔三传为

泽州被遣入汴京的官属乐人呢？如若不是长期浸润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对曲子有整体而全面

的把握，对曲子的宫调有深层认知，断不能梳理这些曲子依宫调归入统系之中，这是对乐有深

层把握的人所成者。当这种形态或称新的组合创制完成，文人参与其中，依孔三传等人创造的

曲牌组合系统去编创演绎故事，则有诸如《西厢记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等传世佳作（当然

不限于此）。诸宫调属戏曲前身，换言之，说唱是一人多角的演出样态。在此基础上，教坊专业

人员看到了这种被梳理之后依不同宫调规律性组合曲牌展演故事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中国的

戏曲在此基础上方有实质性的发展。

戏曲产生后的数百年间，其主流创作模式一直延续这种依规律性宫调组合曲牌演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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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态（以声律为主体，明代“四大声腔”下的戏曲全是这样的创制，创腔显现风格），这就是所

谓曲子—曲牌—曲牌联缀（一人多角说故事，说唱的意义；分角色、行当，穿插科白、场面，戏曲

的意义），这曲子为多种音声技艺形式之母体，这母体以乐人为主导。曲牌在成为新形式元素

的同时，其自身亦有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一个曲牌非仅为一宫，而是在不同“组合”中适应新音

声形式和剧情的需要在不同宫调系统中应用，这就是乐籍女乐面对欣赏者“请曲牌、请宫调”

的意义。论者亦应把握元明时期曲牌自身之新创，这恰恰是与词牌最大不同者。王灼以下这段

论述颇具典型意义：

《开元天宝遗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宫伎中第一。帝尝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

“念奴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调《念奴娇》，世以为天宝间所制曲，予固疑之；

然唐中叶渐有今体慢曲子，而近世有填连昌词入此曲者，后复转此曲入道调宫，又转入高

宫、大石调。輧輳訛

这里以《念奴娇》为例，把握一曲多变、一曲多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被填入新词的过程，可谓词

曲之变尽在其中。

这依曲填词成为社会多重意义上用乐母体的广泛、丰富性时尚。在《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

称歌曲》中，明成祖将世俗社会教坊体系中广泛应用的357个曲牌钦赐寺庙，虽然依旧是依曲

填词，却被填入了佛教劝化的内容，诸如“《显五性之曲》即《梁州》，《布法云之曲》即《醉太平》，

《证圆融之曲》即《清江引》，《摧波旬之曲》即《豆叶黄》，《成善趣之曲》即《梅花酒》，《具六根之

曲》即《风流体》”輧輴訛等等。与此同时，明成祖同样以“钦赐”的方式将曲牌《迎凤辇》、《天下乐》、

《圣贤记》、《青天歌》、《迎仙客》、《步步高》、《醉仙喜》用于《大明御制玄教乐章》輧輵訛之中。这旧瓶

装新酒，可依使用场合显现风格差异，融入佛教与道教。时至当下，笔者在实地考察中常见僧

道和着曲牌吟诵经文、宣卷的场景。

更有意思的是，教坊乐系中的曲子还被用于国家礼仪的场合，如此被赋予了“礼乐”意义。

当然，这要经过改造，使之在国家意义的嘉礼与宾礼场合中成为亦礼亦俗的作品。诸如《感皇

恩》、《醉太平》、《天下乐》、《乐太平》等等，有些是为礼仪场合专创，有些曲目则是将自然界之

物为曲名再转意为用者，诸如《朝天子》，学者考订原名《朝天紫》：“《朝天紫》———本牡丹名，见

陆游《牡丹谱》———今讹为《朝天子》类。”輧輶訛在庄重场合使用，曲词当然要作处理，使之符合仪式

需要；在仪式中使用显现风格上的差异，这就是“俗曲礼用”。《钦定续文献通考》云：“永乐间定

《耕耜宴飨乐章》：一奏本太初之曲，二奏仰大明之曲，三奏民初生之曲。《会典》曰：初观耕讫，

教坊司承应，用大乐百戏。嘉靖九年续定教坊司承应，用大乐、队舞、村田乐、杂戏。”又云：“嘉

靖十年仁寿宫落成宴飨乐章：一奏本太初之曲《朝天子》……二奏仰大明之曲《殿前欢》……三

奏民初生之曲《沽美酒》、《太平令》……四奏品物亨之曲《醉太平》……五奏御六龙之曲《清江

引》、《碧玉箫》……上进膳曲《水龙吟》、《大清歌》、《上清歌》、《开天门》。”輧輷訛这是皇帝参加耕耜

宴飨仪式以及皇宫新殿落成宴飨仪式所用的乐曲，这种俗曲礼用沿至清代，所谓“国初亦设立

教坊司，而朝会宴享所奏，有用时俗曲调者，盖沿明代之旧也”輨輮訛。从仪式中记载的曲目看，的确

如此。作为庞大的曲牌系统，其中一部分在发展过程中完成了声乐曲向器乐曲的转变。换言

之，许多曲牌在多种场合可以作为专门器乐曲使用，这在国家礼仪用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明史》、《明会典》中记录了一些仪式场合将既往声乐曲牌器乐化使用的样态，从多地有官府

礼仪用乐传承的乐队后人保存的曲本以及活态演奏中亦可确认这一点，曲牌以器乐化的样态

词牌、曲牌与文人、乐人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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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这是曲牌音乐本体意义上的又一大优势。

王灼当然不知身后事，但他打通的这条脉络，为我们循此下探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教

坊体系的上下相通性，宫廷、京师与各级地方官府之用乐机构和官属乐人体系内传承的一致

性，乐人与文人在词曲创作层面的相须性，一度创作完成之后乐人二度创作———表演与展现

的把握；以声律、曲牌为中心，曲子—曲子词—诸宫调—戏曲—声乐曲器乐化；从只曲到套曲，

或在曲牌基础上完成板式变化———在器乐中称之为板式变化体，在戏曲中称之为板腔体者，

这的确是以乐为中心的创造性演化。受曲子（曲子词）影响，进入文人、文学层面，从依曲填词

到依词格创制，如此在有宋一代彰显词牌的文学意义。后世文人依牌而创，却没有了两宋时期

的“胜景”，在持续发展方面给人以若有所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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